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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与箫:江南文化精神的二重演绎 
 

梅新林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编者按:江南区域文化诞生、延续于长三角地区，在整个中国文化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伴随
中国文化中心的逐步南迁，江南区域文化蓄势而发，后来居上。近代以来，更是临海凭风，引领

新潮，在实现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以其独特的开放精神与创新活力带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

现代、走向世界。 
  鉴于江南文化的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本报特设“江南文化论坛”栏目，以期引起学界的广

泛关注和深入讨论，推动江南以及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创新，热忱欢迎专家学者踊跃参与。 
  尽管江南区域版图常常处于“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游动之中，但其核心区域则

在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大致以六朝为界，江南文化在从边缘走向中心以及与中原文化的冲突

与交融中，不仅出现了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的历史性转型，而且完成了亦武亦文、亦刚亦柔的历

史性重构。在此，我特别想引用反复出现于吴越后裔、清代诗人龚自珍诗词中的“剑-箫”二元意
象组合，以期对江南文化精神进行一番新的探索和重释。 
  清代道光三年(1823)，龚自珍曾于《漫感》诗中吟咏道:“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作者有感于西北边疆与东南沿海的危机，深怀抑郁而悲愤

的心情，唱出了自己仗剑从军、赋诗忧国而又无所作为的慷慨悲歌。可以说，“剑”与“箫”是

频现于龚自珍诗词中的一对核心意象，比如其《湘月》词:“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
《丑奴儿令》词:“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秋心三首》诗其
一:“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己亥杂诗》之九六:“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
例消。”《又忏心一首》诗:“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等等。与“剑”相联的是壮烈、
阳刚、豪放⋯⋯与箫相联的是灵性、阴柔、婉约⋯⋯“剑”喻抱负，“箫”喻诗魂；“剑”喻狂放，

“箫”喻缠绵，由此构成壮怀报国之剑气与幽情赋诗之箫心的奇妙组合。同是吴越后裔的近代诗

人柳亚子一直对龚自珍深怀敬意，其《论诗三绝句》有日:“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侠古无俦。
只愁孤负灵箫意，北驾南舣到白头。”(《论诗三绝句·定庵集》)“一箫一剑”，这所体现出的吴
越文化好剑轻死、血族复仇的尚武精神——“剑”的精神，与江南文化的另一种精神——“箫”

的精神的组合，诚为深入探索两’位诗人隐秘心曲的核心标识，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和辨析

江南文化精神的二重演绎。 
  从基于时空而又超越时空的多维视角观之，“剑”与“箫”——江南文化精神的二重演绎，

主要呈现为先“剑”后“箫”、南“剑”北“箫”、内“剑”外“箫”三种形态。 
  先“剑”后“箫”:江南文化精神的历史演变 
  江南文化发源于吴越文化，最初是由南方“百越”族的吴、越两个部族所创造的一种土著文

化，其先“剑”后“箫”的历史演变，与两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有关。第一个时间节点是春秋时

代。吴、越与诸国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征战，终至跻身“春秋五霸”行列，这既是始于西周的吴越

列国文化迅速崛起并结出辉煌成果的重要标志，也由此确立吴越文化重剑轻死、血族复仇的尚武

精神——“剑”之精神核心。无论是吴王夫差的不忘杀父之仇，三年报越，还是越王勾践的卧薪

尝胆，复仇雪耻；无论是侠士专诸、要离的视死如归，勇赴死难，还是关于“吴王金戈越王剑”

的种种记载与传说，都将吴越人士重剑轻死、血族复仇的尚武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从春秋时

代吴、越国铸剑业的高度发达来看，隐藏在其背后的也是民风的强悍与好剑轻死的尚武精神，因

为铸剑业的发达既需要精湛工艺的支撑，但更需要民风好尚的激励。至于伍子胥、孙武、范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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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种等杰出军事家、谋略家汇聚吴越，为后世留下《孙子兵法》以及诸多军事经典案例，更是吴

越文化尚武精神的体现。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六朝时期，由“永嘉之乱”而引发的北方移民大浪潮的兴起，以及随后的

晋室南渡，建都建康，中国文化轴心首次出现南北转移。在吴越本土文化与中原移民文化的交融

与重建的过程中，源于吴越文化的江南区域文化出现了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的重大变化，也就是

由“剑”而“箫”的历史性转型。陈正祥尝谓西晋末“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末“靖

康之难”，为逼使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三联书店，1983
年)。如果说第一次波澜标志着由古老吴越文化催生和发展为新型江南文化，以及“剑-箫”精神
转型的初步完成，那么，其后的两次波澜即是沿着这一方向不断向前推进，至南宋之后终成定局。 
  南“剑”北“箫”:江南文化精神的空间差异 
  在江南文化精神亦“剑”亦“箫”的二重演绎中，与时间上先“剑”后“箫”的历史演变相

呼应，在空间上则呈现为南“剑”北“箫”的地域差异。 
  吴与越作为“百越”的两大支系，地理相邻，语言相通，文化相融。《吕氏春秋·知化》云:
“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云:“吴与越，
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越绝书》亦云:“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
俗”。故而后人以吴、越之文化并称为吴越文化。然析而言之，比较南越北吴的地域特点，越地

多山，相对封闭；吴地多水，相对平坦，所以吴地民风稍显平和，而越地民风则更为强悍。再就

与中原文化关系而论，北吴较之南越与中原地缘更近，也更易受到中原文化的辐射与影响。周时

古公亶父之子泰伯、雍仲之所以选择奔吴而非奔越，显然是基于地缘与文化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

果，而此事反过来又给吴地文化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东汉吴郡太守麋豹《泰伯墓碑记》赞日:“数
年之间，人民殷富，教化大治。东南礼乐，实始基焉。”公元前 544 年季札奉命使鲁，在鲁国观
乐所显示的非凡音乐素养，更是吴国与中原文化互动相融并深受后者影响的典型表现。由吴观越，

越地无论在地缘还是在文化上都更远离中原文化，《吕氏春秋·遇合篇》载:“客有以吹籁见越王
者，羽、角、宫、徵、商不缪，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又据《越绝书》载:勾践迁都琅
琊后孔子曾往谒见，为述五帝三王之道，勾践以俗异为由辞谢之。这说明越国更注重本土文化，

也更坚守自己的土著特色。所以相对而言，吴文化较之越文化更多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也

昭示着后世吴越文化精神中的同中之异。在亦“剑”亦“箫”的二重组合与演绎中，吴“箫”多

于“剑”，而越则“剑”多于“箫”。 
  内“剑”外“箫”:江南文化精神的共性特点 
  无论是时间上的先“剑”后“箫”，还是空间上的南“剑”北“箫”，就江南文化精神的共性

特点而言，最为核心的是内“剑”外“箫”。 
  从春秋到六朝时代，江南文化精神在完成由“剑”而“箫”的历史性转型之际，也同时实现

了内“剑”外“箫”的历史性重构。所以表面看来，是“剑”一变为“箫”，由“箫”取代了“剑”，

但实际上，则是“剑”的价值分化，是内“剑”外“箫”的精神重构。因为尽管六朝时期江南文

化发生了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的重大变化，但发源于远古吴越本土文化的重剑轻死、血族复仇的

尚武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基因与原型，伴随着阖闾、夫差、勾践、伍子胥、孙武、文种、范蠡、西

施、专诸、要离等历史主角与故事，依然代代相传，未尝中断。尤其每当社会变局之际，这种尚

武精神基因与原型就会被迅速激活而迸发出耀眼的光辉。六朝时期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的精神

演变，更多是在亦“剑”亦“箫”的二重组合与变奏中，集中表现为内“剑”外“箫”的共性特

点，只是因人因时，形态各异，或隐或显，或微或宏，或弱或强；或偏重于“剑”的精神，或偏

重于“箫”的精神，或彼此和谐相融。 
  徐茂明教授阐释吴文化的“外柔内刚”，即在儒雅外表之下隐含着更深沉更强烈的“刚”的

文化性格——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执著追求，在民族危亡

之际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在政治腐败、国是日非年代的热情，在经济领域中的开拓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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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徐茂明:《论吴文化的特征及其成因》，《学术月刊》1997年第 8期)。的确，暂且不论东林、
复社文人群体前仆后继、反抗专制的铮铮铁骨，即便如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等江南才子，也是

华艳其外，傲骨其中，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反权威意识。此乃内“剑”外“箫”、似“箫”实“剑”

也。在越文化中，源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血族复仇的尚武精神基因更为活跃，也更为强悍。尤

其是在近代古越绍兴，蔡元培、章炳麟、徐锡麟、秋瑾等一批光复会中坚组织秘密暗杀、武装暴

动以及其他方式的反清斗争。所有这一切，应主要归因于特定时代风云的激励，但也同样可以隐

约听到远古吴越尚武精神的回响。 
  在本文的最后，我想再从古今、中外互观的双重视点引入两个颇有意趣的案例作为佐证:一是
束景南、姚诚将吴越文化归结为“激烈”与“冲淡”两种不同的人文精神，认为鲁迅与周作人作

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作为在相同环境、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同胞兄弟，由于个性的不

同，造成了他们对吴越文化中“激烈”与“冲淡”两种不同人文精神承传与吸收的差别，由此形

成了其为人为文的迥异(束景南、姚诚:《激烈的“猛士”与冲淡的“名士”——鲁迅与周作人对
吴越文化精神的不同承传》，《文学评论》2004年第 3期)。此例正与江南文化精神亦“剑”亦“箫”
互相印证，是得益于古今互观的创新成果。二是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

一书中以“菊”与“刀”概括日本民族文化精神，曾引起日本学界以及世界人类学界的广泛关注。

诚然，在日本文化“菊”与“刀”和江南文化“剑”与“箫”精神的二重组合之间，原本存在着

明显的差异，更不能简单将此两者画等号，但考虑到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彼此地缘上的邻近

因素，则若以中外互观的特定视点，比较“剑-箫”与“刀-菊”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同样可
以从中获得诸多启示。 


